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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６）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社

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

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并给他们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人们

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著增

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

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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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布劳（Ｂｌａｕ，１９７７：５）曾指出，“社会流动的过程是大多数形式的结
构变迁的一个基本因素”。社会流动不仅会影响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
位置以及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格局，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
模式、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等。在西方学界，从托克维尔、马克思到李
普赛特、本迪克斯，再到后来的许多学者，都给予社会流动的后果与影
响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在这一研究分支中，关于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
间关系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２）。众所周知，民
众的政治信任对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Ｇｉｌｌｅｙ，２００６）。较高的民众
政治信任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并维护社会稳定（Ｅａｓｔｏｎ，１９６５），丧失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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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信任则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Ｇａｍｓｏｎ，１９６８），从这种意义
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可以作为判断政权稳定性的一个有效指标
（Ｗａｎｇ，２００５）。正因如此，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也成为关心社
会流动的政治后果的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１９４９年以来，在国家宏观制度和政策的安排下，中国社会经历了
一系列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及经济状
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工
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也在不断推进，过去一些阻碍人们社会流动的藩
篱被逐渐打破，一些新的社会流动机制得以确立，使社会流动的机会和
频次增加，流动也变得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已
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但大部分研究一般都仅致力于勾画社会流
动的基本类型与总体趋势，揭示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并对这些因
素发挥作用的程度、方式、路径机制和主要特征予以探讨（陆学艺，

２００４；李路路，２００６；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２００８）。虽然近期有研究
开始关注社会流动对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评价、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
健康水平等的影响（秦广强，２０１１；王甫勤，２０１１），但社会流动对政治信
任的影响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还缺乏系统研究。本研究利用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６）的数据，尝试对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进行
考察。本文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对社会流动进行测量，旨在回答中国
民众客观经历的社会流动，以及主观感知和预期的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分析，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
层面，都会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政治影响与后果有所裨益。

二、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

社会变迁对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

题之一。社会流动一方面受制度变革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
面其本身又会引发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因此，
社会流动研究不仅探讨导致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和机制，同时也非
常关注社会流动的后果。虽然后者在关注度和影响力上无法与前者相
比，但学界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和后果的探索有长期的理论传统，积累了
不少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关于社会流动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有两种迥异的理论观点。一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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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迅速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流动可能会导致社会不
稳定。托克维尔（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１９５５）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时指出，
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结构变动增加了社会动荡的潜在可能性，“虽然路
易十六世统治时期是整个王朝最繁盛的阶段，但这种高度的繁荣加速
了革命的爆发”。他还提醒人们，个人财富的增加和向上流动导致了一
种“不安分的心理状态”的产生，因而“那些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地区成
为法国革命运动的中心”（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１９５５：１６９－１７９）。
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１：２４６－２５４）延续了托克维尔的逻辑，他强

调，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流动，都会比社会结构稳定不变时产生更多
的社会病症。戴维斯在其研究中对托克维尔的分析逻辑作了一些修
正，认为“当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后，忽然出现短期的急剧
逆转，这时革命最可能发生”（Ｄａｖｉｅｓ，１９６２：５）。社会经济先发展后逆
转的过程会使人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革命或叛乱。社会政
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之所以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
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发展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动过于
剧烈，但又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就可能
面临大规模的 “失范”，这时的社会流动就可能会加速社会的瓦解，引
发动荡。
当一个社会具有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及经济增长，并

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社会流动时，一般就不容易崩溃，因此第二种理论观
点认为，社会流动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托克维尔（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１９４５：５３－５４）认为，“普遍的（向上或向下）社会流动的制度化具有其
‘政治后果’，即民主秩序的稳定化”。因而对他而言，社会流动是有利
于还是有损于社会稳定，主要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流动
模式。帕雷托（Ｐａｒｅｔｏ，１９３５：１４３０－１４３１）对政治稳定所需社会条件的
分析表达了与托克维尔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精英生产越开放（统治阶
级从底层阶级中招募成员），政治系统就越健康；当精英循环变慢，底层
阶级中流动受阻的优秀人士会产生沮丧与不满情绪，从而开始支持推
翻现有的统治阶级，革命就会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一些研究者在试图解释美国为什么能维

持政治稳定，无法形成无产阶级意识和缺乏“左派”运动时，都强调了美
国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在减少社会冲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Ｍａｒｘ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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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４２；Ｌｉｐｓｅ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ｄｉｘ，１９５９；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埃里
克森和戈德索普（Ｅｒｉ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８５）的研究显示，较频繁
的社会流动使美国避免出现过于激进的工人阶级组织和运动。在对工
业社会的社会流动研究中，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Ｌｉｐｓｅ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ｄｉｘ，

１９５９）发现，社会流动对保守性政党比较有利，因为绝大多数向上流动
到中产阶级的人都变得更加保守，而那些沦落到工人阶级中的人也依
然继续支持保守派。通过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５５４位英国青年男性经历
的代际社会流动对其政治态度影响的研究，阿布拉姆森和布克斯
（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１）发现，只要个人相信阶级之间的藩篱已被打
破，即使他们经历向下社会流动，也不太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而且
因为经历流动的人仍然会保留着一些自己原来所属阶级的态度和观点，
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某些态度差异。基于这些发现，
一些学者将社会流动视为一种社会 “安全阀”，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Ｍａｙｅｒ，Ｋ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９２）。
以上研究都有一个基本假设，即认为社会流动会显著影响个人的

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一些研究又进一步考察社会流
动影响个人的哪些态度和价值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流动本身对
这些变化起到多大作用等。这一前提假设后来受到一些质疑，其中较
有影响的是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Ｌｉｐｓｅ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ｄｉｘ，１９５９）的研究，他
们通过对不同国家代际职业流动的分析发现，那些与父代相比经历了
向上或向下流动的人的家庭阶级出身仍旧会继续影响他们的政治立

场，例如，在欧洲和北美的国家，那些中产阶级出身但向下流动成劳动
阶级的人在投票时，比那些原本就出身劳动阶级的体力劳动者更倾向
支持保守立场，而那些向上流动成中产阶级的人有时则仍然会受工人
阶级出身的影响。这表明，社会流动本身并不能彻底改变个人的政治
立场和价值取向，某些政治态度和观点可能比较容易受自身生活环境
的影响而转变，但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在长期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
成的，从小就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一般很难完全
改变（Ｋｅｌｌｅｙ，１９９２）。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Ｌｉｐｓｅ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ｄｉｘ，１９５９）
的研究指出，个人的家庭阶级出身、目前获得的阶级地位和经历的社会
流动都会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但在不同条件和背景之
下，影响会有差异。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对这些因素的各自影响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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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时，需要注意做出区分。
一些研究对 “社会流动影响政治态度”的假设提出了明确质疑

（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２），它们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分析世界十个国家民众
的社会流动经历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发现了一些与先前研究不
一样的结果。首先，传统上认为社会流动本身必然影响政治态度的假
设并不成立，真正型塑个人政治态度和政党偏好的是其目前获得的阶
级地位和家庭出身，而不是所经历的社会流动；其次，民众对于社会流
动的主观感受有时会比他们所经历的客观流动对其政治态度产生更大

的影响（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２：９）。这些结果在美国、印度、英国、尼日利亚、丹
麦、澳大利亚、日本和阿根廷等国家都得到了验证，同样的情况在中国
是否也存在，尚待验证。另外，这些研究关注的政治态度主要涉及政党
偏好和价值取向（如保守取向或自由取向），并没有对政治信任做专门
考察，因此，以上结论是否完全适用于政治信任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以上关于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关系的研究为考察中国的社会流动

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提供了启示。基于以往的研究与学术争论，本
研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社会流动对个人的政治信
任仍会产生影响。那些在客观上经历了向上流动或在主观上感受或预
期向上流动的民众将拥有更高的政治信任（Ｈ）。这一假设背后的逻辑
是，个人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对政府所持态度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
虑。如果个人能持续地从现有制度和政府政策中获益，社会经济地位
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改善，那么他们就会对现有制度和政府报以较
高的政治信任。反之，如果政府的决策损害其利益，致使其社会经济地
位下降，生活状况恶化，利益受损者就会对政府丧失信心。客观的社会
流动是衡量个人从现有制度条件下是否获益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观感
知的社会流动则反映个人对已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目前生活状态的

认可度和满意度。而主观预期的社会流动则体现个人对现有制度和政
府能否提供更好生活机会的信心和希望，这些都会影响个人对现有制
度和政府的基本态度。
本研究同时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测量社会流动。在客观维度

上，测量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代际教育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在主
观维度上，测量了个人感知的社会流动和预期的社会流动。依据这些
测量维度和内容，上面的理论假设可被进一步细化为代际流动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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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代内流动假设（Ｈ２）、感知的社会流动假设（Ｈ３）和预期的社会流
动假设（Ｈ４）４个研究假设：

Ｈ１：经历了向上代际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Ｈ２：经历了向上代内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Ｈ３：感知自己在近些年经历了向上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
任度；

Ｈ４：预期自己在今后几年将会实现向上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
治信任度。
本文尝试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考察社会流动的客观经历和主观感

知与预期对政治信任态度的影响。因为基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流动对个
人政治态度的影响会通过民众切身的客观经历与主观体验发挥作用，
所以，将社会流动作为影响个人政治信任的一个解释变量的第一个优
势在于，能将宏观层次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微观层次上个体社会
经济地位的流动变化及其感受同时纳入考量。政治信任的宏观层次理
论认为，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受政府绩效的影响，微观层次理论则认
为个人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不仅反映政府总体绩效的好坏，也反映个人
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状态的评价。例如，那些结构性失业者或者那些
认为是政府政策失误导致他们生活窘迫的人，通常比那些生活条件得
到改善的人更不信赖政府（Ｍｉｓｈ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ｓｅ，２００１：３６）。
以社会流动作为解释变量的另一个优势是，当用对政府绩效的主

观满意度解释对政府的信任态度时，用客观指标来测量政府的绩效可
以有效避免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以前的一些研究发现，民众对政
治领导人的政绩、经济发展状况和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会显著影响他们
的政治信任（Ｃｉｔｒｉｎ，１９７４；Ｃｉｔｒｉ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１９８６；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８３；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８；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ｅｌｌｉ，１９９１）。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
也指出，中国近些年来保持了令人瞩目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大多数民
众都从中受益，因此他们对政府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比较满意，从而
产生较高的政治信任（Ｗａｎｇ，２００５；胡荣、胡康、温莹莹，２０１１）。例如，
王正绪（Ｗａｎｇ，２００５）基于２００１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研究发
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虽然完全有理由相信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但这类研究的一个潜在问题是，使用被调查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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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评价而非客观经济发展指标测量政府经济绩效，分析中的解释变量
与被解释变量都是个人的主观态度，被调查者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
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可能同时被某些遗漏变量影响，而那些真正的影
响变量却并没有被纳入分析，这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影响分析的有
效性。所以有必要对政府绩效满意度背后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探
讨，而社会流动可能就是这类遗漏变量之一。

三、数据、变量和估计模型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２００６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６），调查采用四阶段按规模大小成比例概率抽样法
（Ｆｏｕｒ－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Ｓｉｚ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抽取了１８－７０
周岁的１０　１５１个成年人样本，调查范围覆盖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不
包括青海、宁夏和西藏）。其中，５９％为城市居民，４１％为农村居民。１

１．与２００５年全国总人口中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分别为４３％和５７％）相比，该调查中城市
人口被过度抽样。为了纠正抽样过程中产生的系统性偏差，本研究在分析数据时对数据进行
了加权处理。加权变量是基于２００５年中国全国总人口结构计算产生。

（二）变量
１．因变量：政治信任　源于调查中询问受访者的“在下列一些话

题中，当各种渠道的信息不一致时，您对下表第一行列示的五种信息渠
道的信任程度如何？”一题。问卷列出的八个话题基本上都是目前中国
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分别是“房价的涨跌”、“股市的走势”、
“国内的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对社会治
安形势的判断”、“某次矿难的伤亡数字”和“某地方近期将有大地震”。

给出的五种信息渠道分别为“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

因为人们对某种信息渠道所提供信息的信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反映人们对其本身的信任程度，所以，可以用人们对信息渠道所提供
信息的信任分值测量对信息渠道的信任度。运用这题所提供的数据信
息，笔者构建了一个测量被调查者政治信任度的指标———“政治信任指
数”。建构这一指数的操作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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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针对每种信息渠道，将每位被调查者在所有八个社会话题
上的信任分值相加，每种信息渠道生成一个新变量，被依次命名为“对
政府机构的信任”、“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对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信
任”、“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和“对民间传闻的信任”。这些新变量显
示的是每位被调查者对每种信息渠道的总信任分值，其值域范围为

８－４０。被调查者在某种信息渠道上的信任分值越大，代表对这种信息
渠道就越信任。

２．先用“主成分提取法”（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再用“方差极大化旋
转法”（ｖａｒｉｍａｘ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提取因子。

３．顾名思义，第一个变量测量的是被调查者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第二个变量测量的是被调
查者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度。因为在中国，中央级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地位特殊，它们是党
和中央政府的重要宣传工具（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Ｓｈｉ，２００１；Ｌｙｎｃｈ，１９９９），受其直接监管和领导，就相
当于党和中央政府的宣传部门，因此，民众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可以被看做是测量他们对中
央政府信任的一个间接指标。这两个变量在“政治信任因子”上同时具有较高因子负荷也支
持将其纳入 “政治信任指数”的建构，成为建构此指数的候选变量。

４．本研究中的其他指标也基本是按照这些操作步骤构建起来的。为简化起见，后文中如果
使用到相同的操作程序，将不再重复这些步骤。

第二步，对在第一步中生成的五个新变量作因子分析。２在旋转因
子之后，前两个变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和 “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

在第一个因子上同时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荷，分别达到０．７４９和０．７９４，

这个因子就是“政治信任因子”。３为确认这两个变量在测量民众政治信
任度上的可靠性，笔者检查了它们的信度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

得到较高数值０．７９１，这证明可以用这两个变量构建“政治信任指数”。

第三步，构建“政治信任指数”。具体操作如下：将用于构建这个指
数的变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和 “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标准化。

对标准化后的两个变量取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平均值变量，然后将这
个新变量转化成值域为０－１的连续变量，就得到本研究的因变量 “政
治信任指数”，指数的数值越大，代表信任度越高。４

２．关键自变量：社会流动　为全面考察社会流动对政治态度的影
响，本研究不仅在客观维度上测量社会流动，也在主观维度上测量被调
查者对社会流动的感知和预期。

问卷中询问了被调查对象的第一份职业、目前职业、父亲职业、个
人教育程度、父母教育程度、对以往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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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以及对将来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预期等一系
列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收集到的数据，可以同时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
度上对社会流动进行测量：

（１）代际职业流动 根据测量内容的不同，代际流动可分为代际职
业流动和代际教育流动。代际职业流动可通过比较子代的职业地位与
父代的职业地位测量。为便于比较分析，笔者首先采用六分类的ＥＧＰ
职业代码对职业变量进行编码。ＥＧＰ职业代码按职业地位由高到低将
所有职业分成六大类，依次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Ⅰ、Ⅱ）、一般行政人
员和非体力劳动者（Ⅲ）、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Ⅳａ、Ⅳｂ）、领班和技术工
人（Ⅴ、Ⅵ）、非技术工人（Ⅶａ）和自雇农和农业劳动者（Ⅳｃ、Ⅶｂ）（Ｗｕ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７；Ｅｒｉｋｓｏｎ，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ｏｃａｒｅｒｏ，１９７９；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ｄｅ
Ｇｒａａｆ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２；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６）。然后将被调查
对象当前所获得的职业地位ＥＧＰ值与其父亲所获得的最高职业地位

ＥＧＰ值相减，得到的就是“代际职业流动值”，它可测量出代际职业流动
的方向和流动距离。如果大于０，则表明子代经历了向上的职业流动；
如果小于０，则表明子代经历了向下的职业流动；如果等于０，则表明子
代的职业地位与其父亲相同。

（２）代际教育流动 代际流动还可以通过代际教育流动测量。一
般是将被调查者的最高学历与跟个人同性别家长的最高学历相比较

（即儿子与父亲比，女儿与母亲比），如果被调查对象的学历比其父亲或
母亲的学历高，那么就可认为这个人经历了向上的代际教育流动，否则
就是向下或不变的代际教育流动。

（３）代内流动 代内流动可通过将被调查者第一份职业的ＥＧＰ值与
其目前职业的ＥＧＰ值进行比较，如果被调查者目前职业的ＥＧＰ值大于
其第一份职业的ＥＧＰ值，那么就认为其经历了向上的代内流动，否则就
是向下或不变的代內流动。

（４）感知的社会流动 除了在客观维度上对社会流动进行测量外，
笔者还从主观维度上把被调查者对以往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

变化的感知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也考虑进来。虽然考察个人主观感知和
预期的社会流动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可能会引发内生性问题，但这种分
析可以作为在客观维度上分析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影响的一种补充，能
加深关于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影响机制的了解，仍具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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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中有一个问题 “与三年前相比，您本人在下列各方面有什么
变化”，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收入状况”、“资产”、“职位”、“工作条件”

和“社会经济地位”。每个方面都有 “上升了”、“差不多”、“下降了”和
“不好说”四个答案。

５．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如果一个被调查者对自身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五个方
面的变化说不清楚，则表明这些变化非常微小，以至于当事人很难明确感知到。

笔者通过如下步骤构建“感知的社会流动”变量：第一步，将“不好
说”重新编码，归入“差不多”；５第二步，将对应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经济
地位五个方面的变量按照与“政治信任指数”相同的步骤构建“感知的社
会流动”变量。数值越大，代表被调查者在越多方面感受到向上流动。

（５）预期的社会流动 问卷中另一个问题 “在您看来，三年后您本
人下列各方面的状况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样是针对生活工作状况和
社会经济地位的五个方面，也包括同样四个答案。这一问题用于主观
维度上测量“预期的社会流动”。笔者运用与“感知的社会流动”变量相
同的步骤和方法构建“预期的社会流动”变量，数值越大，代表被调查者
在越多方面预期向上流动。

３．控制变量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笔者除了对基本的人口变量如
年龄、性别等加以控制外，还对其他一些可能对中国民众政治信任产生
影响的变量，如职业地位、教育、居住地和党员身份等进行控制。以往研
究发现，个人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其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
因素，而教育作为社会化的重要机制，一方面起着宣传意识形态和教化
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着传播现代价值理念的作用（Ｗａｎｇ，２００４）。大众
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可能引发个人价值观的转变，促进“批判性公民”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的产生，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Ｎｏｒｒｉｓ，１９９９）。

在１９５８年后中国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之间的长期区
隔 （Ｗｕ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４）。虽然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化和城市化加速，城乡区隔正逐渐被打破和消解，但城乡居民在
社会福利保障和工作生活条件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别，这种以居住
地为代表的城乡差异可能会影响城乡居民的政治态度。

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可以表明个人对于国家政治的卷入度

和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度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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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是否是中共党员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本研究假定中共党员更有可能

对党所领导的政府持有更加信任和支持的态度。
表１：统计变量描述

变量 观测数 均值／百分比（％）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治信任 １０　１１７　 ０．７０８　 ０．１７６　 ０　 １
代际职业流动 ９　２９０
　向上 ３　９８９　 ４２．９ － － －
　不变 ４　１５８　 ４４．８ － － －
　向下 １　１４３　 １２．３ － － －
代际教育流动 ７　０５５
　向上 ４　９９４　 ７０．８ － － －
　不变 １　７７９　 ２５．２ － － －
　向下 ２８２　 ４．０ － － －
代内职业流动 ９　１２７
　向上 ２　５８９　 ２８．４ － － －
　不变 ６　０６３　 ６６．４ － － －
　向下 ４７５　 ５．２ － － －
感知的社会流动 １０　１５１　 ０．５４９　 ０．２０６　 ０　 １
预期的社会流动 １０　１５１　 ０．６０５　 ０．２１２　 ０　 １
职业地位 ９　６９６
　专业／管理阶层 １　０４０　 １０．７ － － －
　非体力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阶层 ２　１２３　 ２１．９ － － －
　工人阶层 ２　５６２　 ２６．４ － － －
　农民阶层及以下 ３　９７１　 ４１．０ － － －
教育程度 １０　１４３
　小学及以下 ３　８１８　 ３７．６ － － －
　初中 ３　５１１　 ３４．６ － － －
　高中 １　９８４　 １９．６ － － －
　大学及以上 ８３０　 ８．２ － － －
居住地：城市 ４　４１３　 ４３．５ － － －
性别：男性 ４　９００　 ４８．３ － － －
年龄 １０　１５１　 ４２．４　 １３．４４９　 １８　 ７０
中共党员 ８４７　 ８．４ － － －

（三）估计模型
本研究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社会流动对

个人政治信任的影响：

Ｐ^ ＝ａ＋ｂ（Ｍ）＋∑
Ｋ

ｋ＝１
ｃ（Ｘｋ）

其中，Ｐ是政治信任分值；Ｍ 是在不同维度上用不同指标测量得到的不
同类型的社会流动，包括代际职业流动、代际教育流动、代内职业流动、
感知的社会流动和预期的社会流动；Ｘｋ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职业地位
（专业／管理阶层、非体力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
及以下）、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性别、年龄、
居住地（城／乡）和党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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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这七个公共机构分别为议会、政党、中央政府、公务员、司法机关、警察和军队。在这４９个
国家中，老牌自由民主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等）的信任平均分为６２．０分；新兴自由民主
国家（如印度、韩国、波兰等）的平均分为５７．９分；选举民主国家（如马来西亚、土耳其、埃塞俄
比亚等）的平均分为６２．８分；权威主义国家（如越南、中国、伊朗）为７０．３分。

四、结果分析

（一）中国的政治信任
以往的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持有较高的政治信任（Ｔａｎｇ

２００５；Ｗａｎｇ，２００５；Ｗａｎｇ，Ｄａ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ｎ，２００６；Ｓｈｉ，２００１；Ｌｉ，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１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ｒｖｅｙ）中，有

９７％的被调查者表示对中央政府 “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９５％的被
调查者对议会持有相同的信任度，９２％的被调查者对执政党持有相同
的信任度。虽然受访者对公务员和警察的信任度略低，但仍有６６％的
人 “相当信任”或“非常信任”公务员，７３％的人对警察持有相同的信任
度（Ｗａｎｇ，２００５）。和其他３０多个国家相比，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
任度位居榜首，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位居第二，对议会的信任程度位居
第四 （Ｗａｎｇ，２００５）。近期哈佛大学政府学系的诺里斯（Ｎｏｒｒｉｓ，２０１１）
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第５次“世界价值观调查”中４９个国家民众对自己
国家的７个公共机构的信任度的测量数据，构建了一个值域为０－１００
的信任指数，中国以８０．２分位居第二，仅次于越南（９１．１分）。６除此之
外，在１９９３年进行的一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中，黎友安（Ｎａｔｈａｎ，

２００３）发现，９４％的被调查者“同意”或“强烈同意”这样的陈述 ：“我们
应该相信和遵从政府，因为归根到底它服务于我们的利益”。同年，史
天健等研究者（Ｓｈｉ，２００１；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Ｓｈｉ，２００１）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
区民众的政治信任的比较研究也发现，处于权威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大
陆民众要比在民主体制下的台湾地区民众更信任他们的政府。本研究
基于２００６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也发现中国民众的确持有较高
的政治信任度（见表２）。
首先，在所有八个话题上，对五种信息渠道持信任态度的被调查者

比例按照由大到小顺序的排列都一致，依次为：中央级媒体、政府机关、
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如果按被调查者在八
个话题上对五种信息渠道的平均信任分值由高到低排列，也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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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这表明，个人对中央级媒体和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其
他信息渠道。中国较高的民众政治信任不仅体现在与其他国家民众政
治信任的比较中，也体现在与国内其他组织和行动者所享有的民众信
任的比较中。
其次，被调查者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人数比例和信任分值在所

有八个话题上都高于“政府机构”。一方面，这可能反映出民众对中央
政府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因为在问卷中，并没有明确区分政府的层
级，只是笼统地询问了受访者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所以无法确切
知道被调查者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程度的差别，而被调查者对
“中央级媒体”信任度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设计的不足。中
央级媒体是中央政府的宣传工具，代表中央政府的权威，它们发布的信
息和表达的观点是中央政府意志和立场的体现，因此对中央级媒体的
信任可以作为对中央政府信任的一个近似测量。被调查者对“中央级
媒体”的信任明显高于笼统的“政府机构”，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以往
的研究结论，即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比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
（Ｗａｎｇ，２００４；Ｌｉ，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胡荣，２００７）。
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反映出民众对中央级媒体本身有较高的信任。虽
然中央级媒体本质上是中央政府的宣传工具，但它们仍然拥有一定的
自由度和独立性（Ｌａｔｈａｍ，２０００），有时它们是 “社会安全阀”，为民众
提供一个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意见或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有时它们又
作为 “批判者”揭露社会的不良现象，甚至有时它们还会扮演 “监督
者”的角色督促政府。这些角色有助于中央媒体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良
好的形象，提高民众对它们的信任。
第三，针对不同的社会话题，被调查者对某一信息渠道的信任度也

存在差异。以往关于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只关注了个人对不同层级政
府的信任，而没有注意到在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上，个人对某层级政府
（中央政府或地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也会有所不同。这种民众在不同
社会问题上对某级政府信任度的差异，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级政府在
解决此类问题上的成效和民众的满意度。例如，表２中，在“国内腐败
问题”和“某次矿难的伤亡数字”话题上，对政府机构所提供的信息持信
任态度的被调查者比例（６０．６％ 和５９．７％）都低于在其他话题上对政府
机构持信任态度的被调查比例（６１．４－７２．５％），平均信任值也最小（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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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３．６０）。与此同时，对政府机构在这两个话题上所提供的信息持不信
任态度的被调查者比例（１７．８％ 和１８％）又明显大于其他话题（９．７－
１５．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对政府所提供的关于国内腐败和
矿难伤亡数字信息的不信任和对解决这两种社会问题成效的不满意。

这些不信任和不满意的产生都有其原因。在国内腐败问题上，对
政府的不信任发生在近期中国腐败问题加剧的背景下，腐败的加剧源
于政府行政不透明和官员的权力寻租（Ｗｅｄｅｍａｎ，２００４）。由于缺乏有
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第三方监督，一些中国民众开始对政府惩治腐败
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从而降低了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对政府的信任。

在矿难伤亡信息上，个人对政府也不太信任的原因在于，近些年来，一
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生产安全等为代价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不能严格
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规章的要求对企业的各项安全生产措施

进行有效监管，导致各种安全生产事故（例如矿难）频发 （Ｗｒｉｇｈｔ，

２００４）。当矿难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掩盖其工作失职，甚至与
矿场主串通一气，刻意瞒报或少报矿难伤亡人数。这种渎职和欺骗行
为一旦被媒体曝光，就会使地方政府及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声
望一落千丈，严重损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通过把民众对政府机构以及中央级媒体信任的结合，笔者构建了
“政治信任指数”，并测得中国民众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为０．７１。这对
于一个值域为０－１的变量而言算是偏高的数值，反映出中国民众较高
的政治信任。

７．代际职业流动表一般只考虑男性的代际职业流动，通常是将儿子与父亲的职业相比较。
在本研究中，出于分析的需要，也要将女性的代际职业流动考虑进来。借鉴由佩恩和艾伯特
（Ｐａｙｎｅ　ａｎｄ　Ａｂｂｏｔｔ，１９９０）对女性社会流动的研究，笔者将女儿与父亲的职业相比较来测量女
性的社会流动。

（二）中国的社会流动
表３是基于调查数据制作的代际职业流动表，７从表中可以看到，

对于那些父亲拥有较高职业地位（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者）的人而言，

有３５％的人保持住了这种地位，近２２％的人下降成为办公室行政人员
或其他非体力劳动者，还有４３％的人则向下流动为职业地位更低的一
般劳动者；那些父亲为一般行政人员或其他非体力劳动者的人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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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的人仍然停留在这一职业地位上，约２１％的人向上流动为拥有更
高职业地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还有约４２％的人经历了向下代际
流动；那些父亲为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的人，大约３１％仍为小业主和个
体经营者，４０％向上流动到更高阶层，而另外约３０％的人则经历向下职
业流动；父亲为技术工人的被调查者，有约３０％仍为技术工人，另外４９％
向上流动，２１％向下流动。那些父亲为非技术工人的人中，约２２％仍为
非技术工人，４７％向上流动到更高职业阶层，约３１％的人职业地位下降；
而父亲为自雇农和农业劳动者的被调查者，有约一半（５１％）仍停留在此
职业地位上，另外一半则向上流动获得了更高的职业地位。

表３：代际职业流动表（％）

受访者职业

父亲职业

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者

一般行政人员／
非体力劳动者

小业主／个体
经营者

技术
工人
非技术
工人
农业
劳动者

无工
作者
合计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 ３５．３　 ２１．４　 １１．１　 １９．９　 １４．３　 ８．９　 １４．２　１２．９
一般行政人员／非体
力劳动者 ２１．９　 ３６．８　 ２８．９　 ２１．６　 ２４．１　 ７．９　 １３．６　１３．２
小业主／个体经营者 ７．３　 ７．０　 ３１．２　 ７．２　 ８．７　 ８．４　 ３．２　８．８
技术工人 １４．９　 １７．２　 １０．９　 ３０．１　 ２２．４　１２．１　 ４４．２　１４．７
非技术工人 ６．７　 ８．７　 ８．１　 １０．２　 ２０．４　 ９．２　 ８．６　９．７
农业劳动者 １１．２　 ５．９　 ５．３　 ６．５　 ７．５　５０．９　 ５．１　３７．８
无工作者 ２．６　 ３．１　 ４．７　 ４．４　 ２．７　 ２．６　 １１．２　２．８
合计 ９９．９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２　 ９９．９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９９．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Ｎ　 ７６１　 ４６７　 ２６２　 ７２９　 ５８２　 ６　４７０　 １９　９　２９０
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Ｎ　 ９６５　 ６２２　 ２６０　 １　０２７　 ７５８　 ５　６２９　 ２９　９　２９０

　　综合而言，在代际职业流动方面（见表４），大约３６％的人拥有与其
父亲相似的职业地位，约４３％的人实现了向上代际流动，只有１４．７％
的人职业地位下降了。在代际教育流动方面，因为中国一直努力推广
九年制义务教育，１９９９年后又开始推进高校扩招，明显提高了国民的
受教育程度，反映在调查数据中就是有近４８％的被调查者比其父母受
到更高程度的教育，约１７％的被调查者受过与其父母相同的教育，只
有２．７％的被调查者学历比其父母低。
与代际社会流动相比，代内职业流动的模式基本相似，但又稍微不

同。表４显示，大部分人（５３．４％）在２００６年之前没有经历过职业地位
上的流动。约２８％的被调查者获得过比第一份职业更好的工作。只
有约５．６％的被调查者处在比首份工作职业地位更低的位置上。所有
这些都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民众实现了较大规模的向上流动，尤
其是向上代际流动机会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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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经历代际职业流动，代际教育流动和代内职业
流动的被调查者比例（％）（Ｎ＝１０　１５１）

代际流动

职业流动 教育流动

代内流动

职业流动

向下流动 １４．７　 ２．７　 ５．６
几乎不变 ３６．３　 １７．０　 ５３．４
向上流动 ４３．２　 ４７．６　 ２８．３
缺失值 ５．８　 ３２．７　 １２．７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以上是在客观维度上测量了中国民众的代际和代内社会流动。接
下来将从主观维度上考察个人对自己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感知和预期。
表５显示，与三年前相比，从日常生活经济状况五个方面看，除了

在收入状况上有许多人（４３．１％）感觉上升了之外，大多数人（６３．７－
８３．１％）都觉得在生活工作经济状况的其他四个方面（资产、职位、工作
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没有明显改善，有一些人（７．６－１２．４％）甚至觉
得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了。这表明，人们主观感
受到的社会流动与实际存在较大出入。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有两
个：第一，虽然很多被调查者与父代相比实现了向上流动，但他们只有
少部分人实现了代内向上流动，因而会有不少人主观上觉得自己的生
活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与前几年相比并没有明显改善；第二，根据
“参照群体”理论（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６８），个人总是将自己与参照群体相比较，
并以此来评价自身的才能、成就和境况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ｃｋｅｙ，

２００５）。近几十年，中国整个国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高，
即使被调查者的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在客观上已经获得改

善，但如果周围的参照群体的状况与他们差不多，甚至比他们更好时，
他们对这种改善的主观感知就会减弱，对生活满意度就会下降，甚至有
可能会觉得相对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
表６所展现的预期的社会流动模式与表５呈现的感知的社会流动模

式相类似，反映出人们对以往社会流动经历的感受会对其关于未来流动的
预期产生一定影响。与表５类似，表６也只有在“收入状况”这一个方面上
有较多人（４６．５％）预期三年后情况会改善。大多数被调查者（６１．１－
８０．１％）都认为三年之后自己在生活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其他四个方
面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只有很少一部分被调查对象（４．３－６．１％）觉得他
们的生活工作经济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在三年后会恶化。这表明，２００６年
前后大多数中国民众对未来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

·２５·

社会·２０１３·４



表５：与三年前相比，在生活经济状况的五个方面感受到经历了
社会流动的被调查者比例（％）（Ｎ＝１０　１５１）

生活经济状况

收入状况 资产 职位 工作条件 社会经济地位

向下流动 １２．４　 ９．０　 ７．６　 ８．２　 ９．５
差不多 ４４．５　 ６３．７　 ８３．１　 ７７．３　 ７２．９
向上流动 ４３．１　 ２７．３　 ９．３　 １４．５　 １７．６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表６：预期三年后在生活经济状况的五个方面将会经历社会
流动的被调查者比例（％）（Ｎ＝１０　１５１）

生活经济状况

收入状况 资产 职位 工作条件 社会经济地位

向下流动 ６．１　 ５．１　 ４．３　 ４．４　 ５．５
差不多 ４７．４　 ６１．１　 ８０．１　 ７５．１　 ６８．８
向上流动 ４６．５　 ３３．８　 １５．６　 ２０．５　 ２５．７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三）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笔者利用ＯＬＳ多元回归分析考察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

系（见表７）。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向上的代际和代内流动、对向上
流动的感知和预期，以及居住地会对被调查者的政治信任在统计上有
显著的影响，四个实证假设（Ｈ１－Ｈ４）都得到验证，进而支持了本文的
理论假设。而被调查者的职业地位、教育、性别、年龄和党员身份对其
政治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首先看向上流动对个人政治信任的影响。数据显示，当控制其他

变量之后，那些经历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人相对于那些没有经历流动
的人，其所持有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要高０．０１５。那些经历了向上代
际教育流动的人所持有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要比那些没有经历流动的

人高０．０１７。而那些经历了代内职业流动的人所持有的平均政治信任
分值要比那些没有经历流动的人高０．０１４。那些与前三年相比在生活
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五个方面都感受到上升的人的平均政治信任

分值要比那些都感受到下降的人高０．０２３。那些预期三年后在生活工
作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五个方面都将上升的人的平均政治信任分值要

比那些预期都将下降的人高０．０４４。这些都表明，那些已经经历了向
上流动，或对向上流动具有明显感知和美好预期的民众一般会对政府
有更高的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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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社会流动对中国民众政治信任影响的ＯＬＳ分析
模型１

代际职业
流动

模型２

代际教育
流动

模型３

代内职业
流动

模型４

感知的
流动

模型５

预期的
流动

社会流动（未流动）
　向上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向下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职业地位（农民阶层及以下）
　专业＼管理阶层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非体力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阶层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工人阶层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教育（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高中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大学及以上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居住地（农村） －０．０４２＊＊＊－０．０４１＊＊＊－０．０４１＊＊＊－０．０４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性别（女性）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党员身份（非中共党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常数项 ０．７１６＊＊＊ ０．７１０＊＊＊ ０．７１８＊＊＊ ０．７０２＊＊＊ ０．６８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观测数 ９　２５１　 ６　９９２　 ９　０９８　 ９　６５５　 ９　６５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注：１．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２．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标准误；
３．变量后括号内为参照组。

　　除了向上流动之外，居住地对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也有显著影
响。数据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分值
要比农村居民平均低０．０４左右。对这一发现，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
种解释是基于“参照群体理论”，中国城市居民一般会比农村居民享有
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社会福利，有更多改善生活状况的机会，这本
应该会有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增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但
由于城市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城市居民与其他城市居民相比，并没有多
少优越感，因而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可能并不比农村居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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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中个人生活条件的异质性比农村大，贫富差距更悬殊，
这会导致城市居民更容易产生不公平感和对现实的不满，降低他们的
政治信任度。另一种解释是基于“批判性公民理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ｔｈｅｏｒｙ），该理论认为，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教育水平
的提高有助于培养个人的批判性意识，导致“评判性公民”的产生，他们
对政治权威倾向于持批判怀疑态度，这降低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Ｎｏｒｒｉｓ，１９９９；Ｗａｎｇ，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受以上这些可能效应的混合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对政府持更加不信任的态度。
表７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虽然向上流动的经历、感知和预

期都显著提高了个人的政治信任度，但那些经历了向下流动的人持有
的政治信任度与未流动的人相比并没有显著减少。这表明，那些经历
向下流动的人没有显著降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这或许是因为在调查
时他们并没有把自身生活状况恶化和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原因归咎于

政府，也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只是自己面临的暂时困境，未来境况就
会有所好转，因而这种向下流动没有显著影响他们对政府的态度。这
也从另一个侧面部分地解释了中国民众为何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
其次，模型５中“向上流动”的系数比其他模型中的同类系数更

大，显著性水平也更高。这说明，个人对向上流动的期待会较强地影响
他们的政治信任度，也即那些预期自己在将来可以过上更好生活和实
现向上流动的人，相信政府能够为他们美好希望的实现提供更多机会
和营造更有利的环境，因此支持和信任政府。这说明，确保民众不丧失
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对维持他们的政治信任和保持社会稳定十分重

要。近期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民众对未来生活持有的持续乐观的预期
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社会在经历巨大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仍能保

持相对稳定的原因（Ｆｒｉｊｔｅｒｓ，Ｌｉｕ　ａｎｄ　Ｍｅｎｇ，２０１２）。

五、结论与讨论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人们的社会经济
地位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国在经济绩效方
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宏观经济发展的微观体现就是公民日常生
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的改善和向上流动的增加。随着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化，之前僵化的单位身份等级制的基础也逐步被削弱和瓦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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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相对更加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 （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５），使社会流动成
为几乎每个中国民众都可能经历的一种生活过程（Ｂｉａｎ，２００２）。这种
大规模社会流动的政治后果有哪些？它对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本研究考察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
数据显示，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给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
会，改善了生活状况，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期待。这种向上
的社会流动，以及个人对向上流动的感知和预期都显著增强了中国民
众对政府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在社会经济绩效方面的良
好表现有助于民众产生较高的政治信任，增加政权的合法性。
虽然良好的经济绩效带来的向上流动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合法性来

源，有助于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而一旦经济绩效出现问题，民众就会
对建立在政府经济绩效单一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和

程序基础提出质疑和挑战。亨廷顿（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３）曾指出，政权
合法性包含三个来源：一是意识形态合法性，即政权提倡的价值观念应
得到社会大部分成员的认可；二是程序合法性，即政权的产生、更迭和
组成、运行，必须通过公平公正民主透明的方式由全体公民自由投票来
决定，统治者的权力受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绩效合法性，
即政府能有效地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能推动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的长期平稳发展。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
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使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国家宣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

程序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正在不断
消退。当权威主义政体遭遇经济衰退，无法维持经济增长时，就可能产
生较大的社会动荡和变革。因此，如果一个政权缺乏意识形态和程序
合法性，而完全依赖经济绩效合法性作为唯一支撑，当遇到经济危机，
人民的生活质量急速下滑时；或者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广大民众，
而是被既得利益集团独占，普通民众向上流动的机会被阻塞时；又或是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国际社会增进交流，社会的价
值观逐渐变化，促成“公民文化”兴起，出现 “批判性公民”（Ｐｕｔｎａｍ，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　ａｎｄ　Ｎａｎｅｔｔｉ，１９９３）时，政权就将失去合法性根基。因此，对执
政者而言，在努力发展经济，提高ＧＤＰ的同时，也要坚持公平、公正、自
由、开放的价值理念，努力建设和完善民主透明的执政程序，更加注重
民生，为民众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增强他们对未来美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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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信心，重建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当社会足够自
由和开放，即使有部分民众经历向下流动，他们也不会对生活失去希
望，不至于产生极端不满情绪和行为，这样政权的稳定才有坚实的基
础，社会才能够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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